
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张西平

对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一直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关注的重点，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末乐黛云先生就组织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2002年钱

林森先生有组织出版了10卷本的《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近年来乐先生又组织

出版的15卷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和《中学西渐丛书》，应该说，在这个

研究领域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不停的耕耘，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

我现在仍认为如果继续深入展开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有两个问题比较重

要。

一 中外文学关系史料学。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基础是这种文学关系的历

史事实，没有这个基础性的研究，整个研究的展开犹如空中楼阁。葛桂录说的好

“中外文学关系史或交流史研究，首先属于史的范畴，而史料是一切史学研究

的基础。”  我们要探讨外国文学家在创作中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这里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知道国外的文学家们阅读的是那位汉学家的翻译本，这个

问题搞不清楚，我们对外国作家受中国影响的研究就很难说的准确。例如，德国

汉学家库恩将《红楼梦》翻译成德文时，将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的故事翻译成典

型的西方三角恋爱的关系，由此而影响了一代人的读者。这样，我们研究中国文

学在德国的影响就要研究库恩的翻译和他的译本特点。这实际上又进入了海外汉

学的研究和翻译研究。

到目前为止，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很清晰的完成中国文学文本在各

国的翻译历史的研究工作，据我所知，大约只有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进展比较理

想外，这样基础性的研究在各个不同的国家进展是完全不一样的，总体上，这

样的基础性文献梳理工作还完全没有完成，即便对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英语国家

来说也是这样。在我看来，对域外汉学史的研究应是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展开的

基础性学科，但很遗憾，虽然我们现在翻译了大量的国外汉学著作，但真正写

出国别汉学史的著作没有几本。有些国家的汉学史已经写出，但是完全不可以用

于学术。因为，对域外汉学的研究的展开是在跨语言、跨学科的背景下展开的，

真正进入这个学科的学者并不多，而且展开的时间仅仅才三十年时间。这样，大

 葛桂录：《亟待加强中外文学史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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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重要的汉学家的个案研究都没有人去做，国别汉学史研究中的学派和断代

史研究更是刚刚起步这样。从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到到中国文学外传的研究，还

这需要学科展开的进一步深入。但在总体上，我感到除个别国家的汉学史研究、

中国文学外传史研究较好外，绝大多数的研究正处在研究之中，尚不能给中外

文学交流史的研究提供很理想的学术的支撑。作为跨学科研究的中外文学交流史

研究，如果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不能提供很好的学术支撑，仅仅依靠比较文学

研究者来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的跨学科就在于要吸收其他学科的学术

成果和进展，这实际上涉及到我们人文学科的整体进步和相互影响问题。再大一

点说，在中外文化交流史领域，至今也还没有一套比较权威的文化交流史的著

作，这同样给我们的写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这个意义上尽快建立中外文学关系史史料学是十分必要的，从目录做起，

从编年做起，将中国文学的外传的基本情况摸清，这样做起来才会使学术不断

积累起来。

第二，跨文化理论的构建。从史料而言，历史学是科学。研究者必须对每条

史料的时代、内容说的清清楚楚，这是容不得一点马虎的。但对史料的解释有赖

于历史的书写者的观念和立场，因而有人又认为历史学是艺术。兰克在《历史科

学的特征》中说：“作为科学，历史与哲学相关；作为艺术，历史与诗相关。”

兰克的这个解释成为历史学的解不开的难题。历史的事实属于科学，历史的解释

属于观念领域。“史料的发掘”和“观念的阐释”成为实证史学和后现代史学的

的分水岭。后现代史学大体是沿着“观念的阐释”这条路发展起来的。福柯对结

构主义的挑战，他说：“回顾过去，我曾以为自己在研讨知识‘系谱学式’的

历史。但是真正的驱动力量实际上却是全力的问题，……最终我只营造出权利的

历史。”权利就是历史解释的主体性问题，这样知识系统的历史实际上是被解释

者所塑造的。在历史和文本之间，在文本和语言之间，德理达又进一步向前推进

将历史化为语言，当他提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时，作为事实的历史和作为

叙述的历史就完全对立了起来，文本成为一切，而组织文本的语言成为核心。

其后的赛义德的理论只是将后现代理论运用到东方学的研究，他的全部理

论和建树，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为后现代理论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已，在

其基本理论上并无太多的创造。 

福柯、德理达的后现代理论是目标在西方，赛义德将其引入东方学中，开始

有了一个跨文化间的理解、解释问题。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涉及到东西两个方面

的问题。对西方来说，这是西方眼中的中国，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对东方来说

这是中国眼中的西方，东方的西方形象问题。如果套用赛义德的话，在西方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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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那么，在东方是否有一种“西方主义”呢？如果能将这些历史

置入中西方的文化史和思想史中研究这两个问题，这几乎涉及到中国和西方文

化史和思想史的全部问题。

如何构建一种全新的跨文化理论和话语系统，解释文化之间的接受、变异，

这是摆在丛书撰写者面前的大问题。以往，在理论上，中国学者基本上没有什么

创造，都是在跟着西方的理论跑。西方有了什么新理论，我们马上介绍过来，然

后用其解释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种对西方理论的学习当然有价值，但如果

只是在贩卖，只是在套用，久而久之就会看出我们自己在理论上的苍白。炫耀的

新词，变换的理论都掩盖不了我们自己在理论上的贫瘠。

《跨文化研究》具有很大的前瞻性，因为，在比较文学的框架中已经很难适

应目前的研究状况，从跨文化的角度展开文化之间的文化间的研究是必由之路。

《跨文化研究》是中国学术界最早开辟这个研究领域的。

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个伟大的国家将重新出现在世界学术之中。从中国方面

来说，如何摆脱西方殖民思想，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确定自己的基本文化

价值，并在与外部文化的对话中提升出具有普遍性价值的观念，这是我们文化

重建中的重要使命。跨文化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的重建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

对正在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学者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由于长期

的学科分类，跨问研究的一些基本观念并不为这些研究领域所知道，更谈不上

所应用。他们大都在原有的单一学科范围思考。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跨文化

研究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建，对中国学术的全局有着重要的价值。

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文化的稳定一面和变化的一面够成了基本特点。有的学

者只看到其稳定的基本面，似乎找到先秦时期我们的文化原点就可以在这个原

点上重建中国文化。这样的努力其价值在于对中国文化基本点的探索，因为，很

长时间来，我们这样的工作做的不够。但仅仅有了原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

的文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在于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

吸收和融合。

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基本面的影响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近代以来

的西方文化传入所对我们文化的影响如何看待仍有着重大的分歧。梳理近代中国

文化的变迁过程的研究正在进行中，从言语、词汇到观念、制度，近代文化看上

去几乎和传统文化发生了断裂。在文化自觉的倡导下，返回原点，清理近代西方

的影响的做法已经被一些学者从事。我们能返回原点吗？但我们能忘记原点吗？

我们需要全盘接受下近代文化的遗产吗？我们能绕过近代的文化遗产吗？

纠缠于中国文化重建中的这些问题亟待跨文化的理论给予指导。从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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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她本质上就是一个在其原点文化形态下的不断与外来文化对话，更新发

展的文化。中华民族的融合史，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学习、接受史给我们

留下了跨文化的丰富遗产。仅仅佛教的传入和接受，及其中国本土佛教禅宗的产

生就给我们留下了文化之间交流、融合与吸收的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从晚明

以来西学的传入和接受的四百年历史更是个给我们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化之间

交流、融合、对话的宝贵学术遗产。近代这四百年的学术遗产也使我们可以从根本

上反思西方文化的特点、问题。

我这里的想法是，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中国自身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和学

术遗产，对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进行认真的梳理、研究，就可以走出我们现在那

种凡讲理论全是西方的，在研究的基本理论上无根基、无特点的局面。这样讲不

是说西方的跨文化理论不能吸收，我们只有了解他们这种理论，我们才能与其

对话，我们只有了解这种理论我们才能有所超越。

但现在对我们来说，我们对自己的这份跨文化的历史遗产重视太不够了，

我们基本上不能从自己的文化史中总结出有特点的跨文化理论。没有对中国与外

部世界文化交流史的系统研究，没有对近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认真研究，

要想建立所谓的跨文化中国学派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拿什么理论到西方学者面前呢？我们为何守着世界上少有的跨文化历

史宝库和最为丰富的跨文化学术遗产而对其无动于衷呢？

从南京会议后，我算是在组织形态上进入了比较文学研究这个领域，在我

对比较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主要受其启于乐黛云先生、严绍璗先生和孟华先生，因

为住在同一座城市，交往自然很多。钱先生邀请我参加这套书的写作，但在写作

中这两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在这里写出来向同行们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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